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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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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ꎬ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具有与其他疾病较之特殊的时代特色和意义ꎮ
回顾新中国成立 ７０ 年以来ꎬ 中国的血防工作经历了由调查真实疫情ꎬ 引起中央最高层重视ꎬ 随后在国家一系列法

令和规范下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ꎬ 又在社会发展的徘徊期被赋予了额外的政治意义后前期的工作成果被打破ꎻ 之后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借助国际资金力量重新加强了血防的力度ꎬ 并从历史经验中摸索出如今更全面的防治策略ꎮ 在

一系列不断转变发展的血防策略中ꎬ 通过政府政策、 机构模式、 技术方法等方面的调整和发展实现了如今新形势下

血吸虫病疾病负担的显著下降ꎮ 笔者认为ꎬ 巩固当下的防治成果ꎬ 使血吸虫病不再成为严重影响人民生产、 生活的

重大公共卫生问题ꎬ 仍需要持续的关注ꎮ
关键词: 血吸虫病ꎻ 策略ꎻ 措施ꎻ 社会因素ꎻ 演变

中图分类号: 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ＤＯＩ: １０􀆰 １９４２８ / ｊ􀆰 ｃｎｋｉ􀆰 ｓｊｐｍ􀆰 ２０１９􀆰 １９２４８
引用格式: 李林瀚ꎬ 杨东见ꎬ 周艺彪ꎬ 等.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Ｊ]ꎬ ２０１９ꎬ ３１(９): ７０５￣７１６.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 Ｌｉｎ￣ｈａｎ１ꎬ２ꎬ ＹＡＮＧ Ｄｏｎｇ￣ｊｉａｎ１ꎬ２ꎬ ＺＨＯＵ Ｙｉ￣ｂｉａｏ１ꎬ２ꎬ 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ｗｕ１ꎬ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ａｆｅｔｙ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ｇ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ｇｅ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ｐｈ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ｓｔａｇ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ｅｘｔｒ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ａ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ｅｓꎬ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ｓ ｖｉｔａｌ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ｓ ｉｎｃｅｓｓａｎｔ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ꎻ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ꎻ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ꎻ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ꎻ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中国人与血吸虫病的斗争已历经至少２ ０００多
年[１￣２]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血吸虫病的认

识ꎬ 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以下简称“血防”)策略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ꎮ
当西医还未进入国门时ꎬ 中医中虽未有与血

吸虫病相对应的病名ꎬ 但存在许多与血吸虫病病

症相似的记载ꎬ 如“蛊毒”“蛊痢”“膨胀” “水注”
等[３￣６]ꎮ 至近代ꎬ 传教士及外籍医生关注到这一

疾病ꎮ １９０５ 年ꎬ Ｌｏｇａｎ[７]第一次证实了日本血吸虫

病在中国的流行ꎮ 随后ꎬ «博医会报» «中华医学

杂志»等都对中国的血吸虫病流行情况进行了报

道ꎬ 由于社会动荡ꎬ 均未引起当时政府的重

视[８￣９]ꎮ １９１６ 年北洋政府颁布的«传染病预防条

例»八大传染病中和 １９２８ 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

«传染病预防条例»九大传染病中ꎬ 均未提及血吸

虫病[１０]ꎮ １９３７ 年起ꎬ 中国陷入漫长的战争时期ꎬ
血吸虫病疫情堪忧ꎮ 整个民国时期ꎬ 虽然有专家

在各地对血吸虫病进行调查与报告ꎬ 中央卫生部

􀅰５０７􀅰上海预防医学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３１ 卷第 ９ 期



门没有进行过全国性的调查与预防控制工作ꎬ 也

未见系统性的血吸虫病研究成果报道ꎮ

１　 解放战争中血吸虫病对军队的影响

战争受疾病的危害ꎬ 疾病也因战争而扩散和

加重[１１]ꎮ 这一点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血吸虫病疫情

上有显著体现ꎮ １９４０ 年代末开始ꎬ 发现作战部队

在长江流域频繁感染血吸虫病ꎬ 严重影响了军队

的作战能力ꎮ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至 １９５０ 年ꎬ 解放军三野

某部在渡江战斗时ꎬ 大批部队人员感染了血吸虫

病ꎬ 据驻守在江浙沪流行区 ２ 个军 ７ 个师的统计ꎬ
感染人数达 ３３ ８９１ 人[１２]ꎮ 同时ꎬ 解放军部队在

上海青浦渡江后 ８ 月份起驻扎青浦ꎬ 因气温高ꎬ
许多战士下河游泳后感染了血吸虫病ꎬ 引起了上

海政府的重视ꎮ 调查发现ꎬ 当时青浦县已有大量

血吸虫病人ꎬ 其中解放军感染率达 ３２􀆰 ９％ꎬ 青浦

县任屯村中青壮年的感染率甚至达到 ９５％[１３]ꎮ 渡

江战役后的 １９４９ 年 ９—１０ 月间ꎬ 我国寄生虫病专

家吴征鉴随同第三野战军卫生队前往青浦县调查

九兵团二十七军所属部队的血吸虫病感染情况ꎬ
其中七十九师 ２ 个团分别有 １７９ 人和 １２５ 人感染

血吸虫病[１１]ꎮ 有研究认为解放战争中渡江部队平

均的血吸虫病感染率达到 ３０％~４０％[１４]ꎮ

２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

２􀆰 １　 血吸虫病疫情

新中国成立之初ꎬ 新政权便关注到血吸虫病

极大地危害着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ꎬ 并积极组织

开展血吸虫病的调查ꎮ 据浙江省嘉兴、 常山、 衢

县、 开化、 嘉善 ５ 个县的不完全统计ꎬ 新中国成

立前的 １０ 年里ꎬ 血吸虫病死亡人数为 ９２ １７３ꎬ
１１ ０６３户全家死绝ꎬ 被毁村庄 ４３１ 个[１５]ꎮ 江西省

在新中国成立前 ３０ 年间ꎬ 鄱阳湖区有 ３３４ 个村

庄、 １５ ０２７户农家被毁ꎬ 累计死亡人数达 ７０ ３２８
人[１６]ꎮ 安徽省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血吸虫病病人超

过 ４０ 万ꎬ 感染率超过 ２０％ꎬ 一千万人受威胁[１７]ꎮ
湖北省 １９５６ 年全省平均感染率 １５􀆰 ４３％ꎬ 其中 ８
个县市感染率超过 ２０％[１８]ꎮ １９５１ 年上海市青浦

县参军农民的体格检查中发现ꎬ 粪检阳性率达

９７％以上ꎬ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全市各流行区居民粪检

阳性率达 ２０􀆰 ５％[１９]ꎮ
２􀆰 ２　 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得到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ꎬ 中共中央政府就迅速关注和

重视到血吸虫病ꎮ １９５０ 年ꎬ 卫生部发布«关于血

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ꎬ 要求技术人员与地方

干部协商讨论血吸虫病的对策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时任最

高法院长沈钧儒前往太湖疗养ꎬ 其孙女沈瑜是江

苏无锡血防所首批专家之一ꎬ 她向沈老讲述了中

国第一个血防试点村———大渲村的血吸虫病情

况ꎮ 沈老从中了解到该地区血吸虫病流行情况严

重ꎬ 于 ９ 月 １６ 日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反映该情况ꎬ
并附上了详细的疫情资料ꎮ ９ 月 ２７ 日ꎬ 毛泽东主

席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ꎬ 必须着重防治ꎬ 相

关资料已交由习仲勋同志处理” [２０]ꎮ 自此ꎬ 毛泽

东主席对长江流域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十分重视ꎮ
２􀆰 ３　 开展血吸虫病疫情调查

由于血吸虫病的疫情引起了中央的重视ꎬ 随

后ꎬ 卫生部门开始对血吸虫病进行调研ꎬ 多次派

遣大量医疗卫生人员前往全国各个地区调查和摸

底血吸虫病真实情况ꎮ 这是中国第一次全国范围

的血吸虫病调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有 １２ 个省 ３７３
个县存在血吸虫病的流行ꎬ 全国推算血吸虫病病

人数超 １ ０００ 万ꎬ 推算感染牛数 １２０ 万头ꎬ 钉螺

孳生地 １４５ 亿 ｍ２ꎮ 当时最严重的流行区位于长江

三角洲的江苏、 上海、 浙江的部分地区ꎬ 以及包

括鄱阳湖、 洞庭湖在内的沿长江流域湖沼型地

区[２１￣２２]ꎮ １９５４ 年ꎬ 毛泽东主席在与上海市以及华

东地区几个省委书记座谈时谈到各省各地血吸虫

病情况后认为ꎬ 血吸虫病已成为当时中国流行病

中危害最大的疾病ꎬ 严重危害了社会生产发展ꎮ
这更坚定了毛泽东主席想要战胜血吸虫病的决

心ꎮ 与此同时ꎬ 周恩来总理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

作也十分关心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ꎬ 他在接见印度卫

生部部长时说: “血吸虫病是危害中国人民健康

最大的一种病ꎬ 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

任务去做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医

学代表团ꎬ 并向对方询问防治血吸虫病的办法ꎬ
希望得到日本医学界的帮助和指导ꎬ 在中国推广

日本的先进方法来帮助消灭钉螺[２３]ꎮ

３　 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血吸虫病防控

３􀆰 １　 １９５５ 年起血防工作方针和组织机构管理模式

血吸虫病严重影响着农村的农业生产发展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央与各省市委书记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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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ꎮ
会间ꎬ 在听完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汇报了有

关血吸虫病的情况后ꎬ 他提出了“一定要消灭血

吸虫病 ”的号召ꎮ 这标志着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公

共卫生运动之一就此展开ꎮ 毛泽东主席着重指出

消灭血吸虫病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２４]ꎬ 关系着

民族的生存繁衍ꎬ 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

农村的建设ꎬ 是发展社会的必要途径ꎮ 应当发动

群众ꎬ 全党动员全民动手ꎬ 使科学技术与群众运

动相结合ꎮ 同时毛泽东主席强调ꎬ 血吸虫病的防

控不能仅仅靠卫生部门ꎬ 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ꎬ
成立血防领导小组ꎮ 随即ꎬ 中央血吸虫病防治 ９
人领导小组成立ꎬ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为组

长ꎬ 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魏文伯和时任卫生部副

部长徐运北为副组长ꎬ 农业部和重点疫区的省委

书记或省长为组员ꎮ ９ 人小组的工作既在机构上

整合了卫生、 水利、 农业、 民政、 教育等多部门

的资源ꎬ 同时也结合了上海、 浙江、 江苏、 安

徽、 福建等多地域各流行区的组织资源ꎮ １１ 月

２３—２５ 日中央血防 ９ 人领导小组在上海召开了第

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ꎮ 会议提出必须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政治任务ꎬ 充分发动群

众ꎮ 会议确定了“加强领导ꎬ 全面规划ꎬ 依靠互

助合作ꎬ 组织中西医力量ꎬ 积极防治ꎬ 七年消

灭”的血防工作方针ꎮ 为了完成七年消灭血吸虫

病的目标ꎬ 会议进一步提出“一年准备ꎬ 四年战

斗ꎬ 两年扫尾” 的时间规划ꎮ 具体目标包括ꎬ
１９５６ 年底之前ꎬ 调查各疫区ꎬ 摸清情况ꎬ 组织准

备ꎬ 物资准备ꎬ 选择重点ꎬ 取得防治经验ꎻ 在已

经做好这一步骤的地区应开展第二步ꎬ 即 １９５７
年底之前全面管好粪便ꎬ 基本上消灭钉螺ꎬ 管好

水源ꎬ 制止血吸虫病的流行扩散ꎬ 同时治疗 ３５％
的病人ꎻ 到 １９５９ 年底ꎬ 彻底消灭钉螺全面管好

水源ꎬ 治疗 ８０％的病人ꎻ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 年所有病人

都应得到治疗ꎬ 完全消灭血吸虫病[２５]ꎮ
随着中央 ９ 人领导小组的建立ꎬ 各流行区

省、 地(市)、 县、 村五级领导小组的全国血防领

导机构也相继成立[２６]ꎮ 省、 地(市)、 县成立 ５
人或 ７ 人小组ꎬ 村或乡成立 ３ 人小组ꎮ 各级机构

设立定期的会议系统、 汇报系统以及每年对工作

计划进行评估和调整ꎬ 省级小组汇总地方报告后

每半年向中央 ９ 人小组汇报一次ꎮ 领导小组的工

作模式如图 １ꎮ 同时ꎬ 各组织部门(卫生、 农业、
水利、 教育、 民政)和各级行政的资源都由中央

血防领导小组统一整合到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

作中ꎮ 同年ꎬ 全国共建立血吸虫病防治站 １６ 个、
分站 ７８ 个、 ４２０ 个现场监测点[２７]ꎮ 到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ꎬ 全国各省市建立了 １４００ 多个防治所、 站、
组ꎬ 训练了 １３ ０００ 多位防治干部、 ８４ ０００ 多个农

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和 ２５ ０００ 多个区、 乡干部ꎬ
这些力量构成了一支庞大的防治队伍ꎮ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ꎬ 卫生部下属血吸虫病控制局在上海成立ꎬ 与

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ꎬ 加强中央各

血防机构之间的配合[２７]ꎮ 到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ꎬ 全国

共建立了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１９ 个、 防治站 ２３６
个、 防治组 １ ３４６ 个[２８]ꎮ

图 １　 １９５５ 年起中国血防控制机构管理模式

３􀆰 ２　 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年中央防治工作各项指令及防

治经验

随着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杭州农业会议上“一定要

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发出ꎬ 中央随即发布了一

系列的政治动员和号召ꎮ 同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ꎬ 毛泽

东在«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中提出“在七年

内ꎬ 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

疾病ꎬ 例如血吸虫病、 血丝虫病、 鼠疫、 脑炎、
牛瘟、 猪瘟等” [２９]ꎮ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ꎬ 毛泽东主席在

«１９５６—１９６７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

出了要消灭包括血吸虫病在内的几种危害人民健

康最严重的疾病[３０]ꎬ 并将血吸虫病列为五大寄生

虫病之一ꎬ 提出: 希望在 １２ 年内彻底消灭所有

流行区的血吸虫病ꎮ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ꎬ 毛泽东主席在

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ꎬ 全面动员ꎬ
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３１]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ꎬ 周恩来

总理在«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的报告»中提出: “我们应当积极推广治疗血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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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经验ꎬ 有计划的分期分区来消灭危害严重的

地方病ꎮ” [２３] １９５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周恩来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ꎬ 指出血防工

作既要依靠群众力量也要依靠科学指导ꎬ 提出消

灭血吸虫病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ꎬ 并

总结了 １９５５—１９５７ 年的防治成绩和经验: (１)党
和政府加强了防治工作的领导ꎻ (２)发动了群众ꎬ
动员组织了科学力量ꎬ 开展了群众性的防治运

动ꎻ (３)通过实践ꎬ 各方认识到血防工作是一项

艰巨复杂的任务ꎬ 明确了血防工作是流行区农业

增产的重要措施ꎬ 必须多部门协作统一部署[３２]ꎮ
４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

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ꎬ 要

求流行区乡以上的党组织ꎬ 凡是尚未建立领导小

组的ꎬ 应迅速建立起来ꎬ 县级以上领导小组ꎬ 应

当吸收农业、 卫生、 水利、 文教等其他部门的干

部参与ꎬ 协同作战ꎮ 同时要求各地党委对血防工

作进行自我检查和讨论ꎬ 制定第二年的工作计

划ꎬ 各省委每半年向中央做一次专题报告[３３]ꎮ
１９５７ 年初夏ꎬ 毛泽东主席来到上海视察ꎬ 接见学

术界专家学者ꎬ 中国流行病学重要奠基人上海医

科大学苏德隆教授也在其中ꎮ 苏德隆教授向毛泽

东主席汇报了血吸虫病的现状ꎬ 并提出: «农业

发展纲要»中规定七年内消灭血吸虫病是很难实

现的ꎬ 尤其在未弄清病情、 传播和钉螺生态前ꎬ
短期“根治”更是不可能的ꎮ 毛泽东主席听完苏教

授的汇报后很震惊ꎬ 将«农业发展试行纲要»中的

“七年消灭血吸虫病” 改为 “十年消灭血吸虫

病” [３４]ꎮ 随着一系列中央指令的发出ꎬ 从中央到

地方ꎬ 上下动员ꎬ 全国性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热

火朝天ꎮ
３􀆰 ３　 １９５５ 年起的科学防治血吸虫病

毛泽东主席认为ꎬ 血防控制需要科学技术与

群众运动相结合ꎬ 重视科学防治十分必要ꎮ 他责

成有关部门了解情况ꎬ 总结经验ꎬ 编写通俗易懂

的小册子ꎬ 把消灭血吸虫病的知识和方法向广大

群众进行宣传教育ꎮ 周恩来也指出血防运动必须

以群众运动与科学技术相结合[３２]ꎮ 为此ꎬ １９５５
年 １２ 月ꎬ 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成

立ꎮ 委员会整合了包括卫生、 农业、 水利等方面

的江浙沪皖等地医学院、 血防所、 科研单位的专

家 １２０ 余人ꎮ 专家们深入疫情ꎬ 了解情况ꎬ 加强

各地防控技术指导ꎬ 并于 １２ 月 ２６—２９ 日在上海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ꎮ 会议总结了过去几年地方防

治血吸虫病的研究成果ꎬ 将成果汇编ꎬ 供地方血

防工作者作为今后工作的科学理论依据[３５]ꎮ 同

时ꎬ 会议提出科学技术人员要与血防干部密切配

合ꎬ 对具体防治方法进行实验和研究ꎬ 以进一步

满足中央提出的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要求ꎮ 会议

还提出了针对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方

面的控制措施: 对传染源ꎬ 强调对人和牛开展筛

查和治疗ꎬ 同时对粪便和饮用水进行管理ꎻ 对传

播途径ꎬ 强调对钉螺开展调查的同时进行灭螺ꎻ
对易感人群ꎬ 强调对人群实施卫生教育ꎬ 做好个

人防护[３６]ꎮ 会议认为ꎬ 防治工作的侧重点主要是

灭螺ꎬ 结合地方经济条件来考虑配合实施农田水

利基本设施建设[３７]ꎬ 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有病人

和家畜的治疗、 钉螺孳生地的生态转变、 个人防

护、 污水管理以及安全的饮用水供给等作为补充

措施ꎮ
为了配合防治工作彻底消灭血吸虫病ꎬ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ꎬ 卫生部组织发行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
(第 １ 版)ꎮ 防治手册内容包括«基本消灭血吸虫

病暂行标准» «根除血吸虫病暂行标准»等文件ꎬ
以及流行病学调查、 预防和治疗三大部分: 流行

病学调查部分详细叙述了调查的目的要求、 方法

步骤和标准的各种调查记录表ꎻ 预防部分分为消

灭钉螺和粪便管理两类ꎬ 每一类都给出了许多具

体的操作方法ꎻ 治疗部分给出了几种药物治疗、
杀虫治疗和针对晚期病人症状的不同处理[３８]ꎮ
«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各地防治

工作的措施和经验ꎬ 对血防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和参考意义ꎮ
３􀆰 ４　 早期灭螺及疾病诊断、 治疗和防护方法

随着中央各项血防方针政策出台ꎬ 大范围的

灭螺运动随即展开ꎬ 主要方法是通过环境改造和

灭螺剂来消灭钉螺ꎬ 从而切断血吸虫病传播ꎮ 灭

螺的方法主要包括结合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开

展土埋、 围垦、 翻耕、 火烧等物理灭螺方法ꎬ 以

及对易感地带喷洒诸如五氯酚钠、 五氯苯酚、 氯

硝柳胺、 硫酸铜、 滴滴涕、 石灰氮、 砷酸钙、 六

六六、 钙氰、 氨水等药剂的化学灭螺方法ꎬ 以及

茶子饼、 山红木叶、 毛桃树叶、 马尾松、 紫荆等

野生植物灭螺等生物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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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范围的查螺灭螺外ꎬ 查病治病工作也

在同时展开ꎮ 这一时期的检测方法是对人群中皮

试阳性的受试者再通过传统的检测样本粪便中血

吸虫虫卵或毛蚴来确诊是否患有血吸虫病ꎬ 包括

直接涂片、 水洗沉淀、 毛蚴孵化和直肠活组织切

片检查[２１ꎬ３９]ꎮ 治疗方面ꎬ １９５７ 年周恩来«国务院

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中肯定了中医对早期

和晚期病人的治疗有效ꎬ 肯定了西医的锑剂三日

疗法ꎬ 还肯定了阿托品和针灸对降低锑剂副反应

的效果ꎮ 除广泛运用当时被认为最有效的治疗药

物酒石酸锑钾(钠)和二硫基丁二酸锑钠(锑 ５８)
外[４０￣４１]ꎬ １９６２ 年ꎬ 中国合成了第一种无锑的口服

抗血吸虫病药物弗兰丹ꎬ 并用于急性血吸虫病患

者治疗[４２￣４３]ꎮ 在个人防护方法上ꎬ 氯硝柳胺浸渍

衣物、 使用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和 ＯＰ 护肤剂、 饮

用水安全、 建卫生厕所等也是有效的补充控制措

施[４４]ꎮ 这一时期ꎬ 疾病治疗的支付由国家、 集体

和个人共同承担ꎬ 根据不同病人的社会经济状况

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ꎬ 例如全额、 折扣或免费ꎮ
３􀆰 ５　 １９５５—１９６６ 年全国血防运动的效果和影响

回顾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６ 年ꎬ 血吸虫病的控制成了

一场全国性的运动ꎮ 这一时期ꎬ 血吸虫病感染率

高ꎬ 且没有针对性的安全的药物ꎬ 卫生人员短

缺ꎬ 血防策略以大范围的药物灭螺和环境改造相

结合[４５￣４７]ꎮ 同时ꎬ 党和政府威望高、 号召力强ꎬ
人民群众热情高、 觉悟高ꎮ 由于国家经济困难ꎬ
人民生活水平低ꎬ 因而政府发动群众ꎬ 投入大量

劳动力ꎬ 进而洲滩钉螺面积大幅度下降ꎬ 大量患

者被治愈ꎬ 荒野变良田ꎬ 劳动力缺乏情况显著改

变ꎬ 疫区的血吸虫病疫情减轻ꎬ 经济恢复发

展[４８]ꎮ 在各项措施的共同影响下ꎬ 血防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的明显效果ꎮ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全国治疗患

者人数达 ４０ 万以上ꎬ 相当于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 年间治

疗总和的 ２６􀆰 ６％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各省市灭螺面积已达

１􀆰 ５ 亿 ｍ２ꎬ 凡是重复三次进行了灭螺且灭螺工作

符合规格的地区ꎬ 钉螺死亡率均达到 ９５％ꎬ 且有

６ 个乡已经消灭了钉螺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全国共收治患

者 ３００ 多万ꎬ 灭螺面积 ３３ 亿 ｍ２ꎬ 均超过了前几

年的总和[４９]ꎮ 在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被首次确认为流行

地区的江西省余江县在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率先消灭了血

吸虫病ꎬ 毛泽东主席特此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
二首诗ꎬ 极大鼓舞了全国大力开展灭螺运动的士

气ꎮ 时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在对新中国成立十年

卫生领域的成果进行总结时指出血吸虫病已在

６５％的流行地区基本被消灭[５０]ꎮ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间由于饥荒ꎬ 全国血防工作停

滞ꎬ 疫情反弹ꎬ 尤其是急性血吸虫病例激增ꎮ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 年的恢复阶段ꎬ 由于之前饥荒造成的

技术人员流失和地方财政有限ꎬ 同时此时期也缺

少由毛泽东个人产生的号召力ꎬ 这几年间的防控

工作仅通过少部分受过教育的技术人员来开展ꎬ
而不是通过大范围的人群防控运动ꎮ 其中ꎬ １９６４
年底至 １９６６ 年ꎬ 上海医科大学苏德隆教授率领

３０ 余人的科研小队在当时全国十个血吸虫病重点

疫区县之一的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开展血吸虫病

现场调查ꎮ １９６５ 年青浦县的血吸虫病感染率高达

２５􀆰 ９％[１３]ꎮ 苏教授在青浦县朱家角镇的灭螺工作

中提出“毁其居ꎬ 灭其族ꎬ 防止其流入”ꎬ 发动当

地群众抽干河水、 铲除浅滩、 喷洒药物灭螺、 重

新修砌石岸和堤坝ꎮ 经过努力ꎬ 当地的石岸和河

埠得到修整ꎬ 居民水上房屋进行了加固ꎬ 所有工

作仅花费了一万多元ꎬ 当地钉螺密度和尾蚴趋于

消灭ꎬ 并一直维持至今ꎬ 是我国预防医学史上的

一大创举[５１]ꎮ 华国锋同志在湖南工作的 ２０ 多年

里十分重视消灭血吸虫病ꎬ 亲自负责了湖南省的

血防领导工作ꎬ 主持修改了全省消灭血吸虫病规

划ꎬ 研究建立了各级血防领导机构和业务机构ꎬ
同时他以身作则ꎬ 深入一线ꎬ 亲自前往疫区调查

研究ꎬ 总结和推广许多有效的血防工作经验ꎬ 使

得湖南的血防工作取得了许多成果ꎮ

４　 “文革”对血吸虫病控制的影响

４􀆰 １　 对卫生部的批判和血防受阻

１９６６ 年起ꎬ 卫生部受到批判ꎬ 被认为其将绝

大部分卫生资源都投入到了城市ꎬ 而忽略了农

村ꎮ 数据显示ꎬ １９６５ 年ꎬ 中国共有西方医学专家

１５０ 万人ꎬ 其中 ７０％ 在城市ꎬ ２０％ 在县ꎬ 仅有

１０％在农村ꎬ 且城市得到的卫生服务支出占全国

总卫生支出的 ７５％ꎬ 而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１５％ꎮ 此时的卫生部被认为是 “城市老爷卫生

部” [５２]ꎮ 卫生部成了“文革”期间被批判的首个中

央部门[５３]ꎬ １９６７ 年时任卫生部部长和 ６ 位副部

长均被免职[５３]ꎮ
这一时期ꎬ 由于“文革”的影响ꎬ 血防运动也

􀅰９０７􀅰上海预防医学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３１ 卷第 ９ 期



变成一场政治运动ꎮ 大量血防干部被“打倒”或

“开除”ꎬ 血防机构系统瘫痪ꎬ 甚至被大量裁撤ꎮ
血防的防治体系被破坏ꎬ 系统性的血防控制活动

受到严重影响ꎮ 有报道ꎬ 随着“文革”的开始ꎬ 湖

南省的血防普查人数逐年下降ꎬ １９６８ 年全省查病

人数还不及 １９６５ 年的 ３５％ꎬ 同年的全省灭螺面

积还不及 １９６５ 年的 ２０％[５４]ꎮ
４􀆰 ２　 农村卫生条件和医学水平下降

１９６８ 年ꎬ 政府推出了“赤脚医生”项目ꎬ 希望

通过将受过教育的青年纳入中层卫生服务供给来

改变农村的卫生保健体系ꎮ 政府认为ꎬ 医学的学

习中ꎬ 实践比书本更重要ꎬ 几年的基础医学教育

就已经足够卫生人员去适应农村的工作需要ꎮ 因

而ꎬ 对科学的批判导致了这一时期专业医学水平

的下滑ꎬ 同时对医学专业培训的抨击也使得卫生

人员出现断层ꎮ
４􀆰 ３　 再次强调血防运动

这一时期ꎬ 毛泽东主席重新强调血防运动的

重要性ꎬ 大范围的血吸虫病防控运动再现高潮ꎮ
由于毛泽东主席与血防运动紧密相关ꎬ 从而支持

血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支持毛泽东主席个

人ꎬ 因此这时期的群众血防运动和第一次运动很

相似ꎬ 但强度更大ꎮ 到了 １９６９ 年ꎬ 毛泽东主席还

取消了对血防运动的经济阻碍ꎬ 大幅度地增加了

这一时期接收治疗的病人数ꎮ １９７０ 年ꎬ 为加强血

防控制项目的管理和部门协作ꎬ 中央重新设立血

吸虫病领导小组ꎮ
４􀆰 ４　 血防运动的停滞

１９７１ 年ꎬ 中央政府最高权力关系调整ꎮ 同

年ꎬ 毛泽东主席废除了中央血防工作 ９ 人领导小

组ꎮ 此外ꎬ 由于中央权力的变动ꎬ 毛泽东主席此

时期需要得到曾被送往农村的高级干部和专业人

员的信任和支持ꎮ １９７２ 年ꎬ ８０％以上的高级教授

和医生都重新回到城市ꎬ 大幅度降低了基层的医

疗专业水平ꎮ 血防运动停滞ꎮ
４􀆰 ５　 两次血防运动的成效

经过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 年以及 １９６６—１９７１ 年两次

血防运动的努力ꎬ 全国的血吸虫病疫情有了明显

的下降ꎮ 其中ꎬ 江苏省居民粪检阳性率从 １９５７
年的 １７􀆰 ４７％下降到 １９７８ 年的 ０􀆰 ９６％ꎬ 钉螺面积

从 １３􀆰 ２ 亿 ｍ２ 下降到 ２２８７ 万 ｍ２ [５５]ꎮ 广东省居民

粪检阳性率从 １９５６ 年的 ３１􀆰 ９９％下降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０􀆰 ２２％[５６]ꎮ 到 １９８１ 年ꎬ 全国共消灭钉螺面积 １１０
亿 ｍ２ [５７]ꎮ 由于这两次血防运动中最主要的控制

措施是大范围的药物灭螺和环境改造ꎬ 由此导致

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和危害[３９ꎬ５８￣５９]ꎬ 受到社会的

关注ꎮ

５　 １９８０ 年代以化疗为主的血吸虫病控制

５􀆰 １　 与血防相关的社会形势变化

１９７０ 年代末ꎬ 改革开放将中国的社会重心集

中到经济发展上ꎬ 各领域工作重心都围绕在经济

领域ꎮ 加上 １９８０ 年起ꎬ 中国的农村开始从集体制

转变到联产承包责任制ꎬ 曾经通过用工筹资开展

群众大范围的灭螺运动很难实施ꎬ 用于血防的费

用受到限制ꎬ 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受到影响ꎮ 同

时ꎬ 这一时期ꎬ 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转型ꎬ 冲破了

传统的国家计划经济管理模式ꎬ 逐步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ꎬ 财政政策也由中央财政的“一灶吃

饭”改为各省区“分灶吃饭”ꎬ 曾经的血防预算也

随即由国家、 省、 地方三级共同负担转变成由地

方政府财政单独支出ꎬ 地方政府只能依靠自身以

维持和发展本地区的经济ꎬ 而作为财政支出重要

部分的卫生服务支出也相应缩水和不受重视ꎬ 疾

病控制与血防的支出大幅缩减ꎮ 此外ꎬ 这一时期

的血防管理模式依旧是曾经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管理模式[６０]ꎬ 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体制要求ꎬ
从而造成血防资源供求关系脱节ꎬ 血防工作效率

降低ꎮ
５􀆰 ２　 疾病控制理念的纳入和中国血防政策的调整

１９８４ 年ꎬ ＷＨＯ 血吸虫病专家委员会提出欠

发达国家的血吸虫病防治目标应该是以化疗为主

来控制疾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这符合欠发达国

家的国情ꎬ 是其力所能及的目标[６１]ꎮ 随即ꎬ 中国

血防工作引入了 ＷＨＯ 的疾病控制概念ꎬ 开始采

取人畜化疗为主、 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血吸虫病

控制措施ꎬ 同时重视人群健康教育也是血防控制

措施的重要方面ꎮ 这标志着中国血防控制工作的

重心由灭螺转移到化疗上来ꎮ 策略首先在重度流

行区进行试点[６２￣６３]ꎬ 包括 ４ 个部分: (１)积极的

预防和治疗病人ꎻ (２)考虑地方和季节情况ꎻ (３)
科学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ꎻ (４)持续与血吸虫

病作斗争[６４]ꎮ １９８７ 年起ꎬ 疾病控制策略开始在

湖南、 湖北、 江西和安徽省实施开展ꎮ 到 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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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形势回升ꎬ ５ 个湖沼型流

行省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和江苏在南昌的血

防会议上提出“再送瘟神”ꎮ 随即ꎬ 国务院加强了

对血防控制的领导ꎬ 提出了一系列控制措施ꎬ 包

括制定防控计划、 增加投资、 加强部门合作、 改

善管理机构和调整防治策略ꎮ 并提出防治策略的

三步: 疾病控制、 传播控制、 传播阻断ꎬ 其中ꎬ
重度流行区实施疾病控制ꎬ 即以化疗为主、 健康

教育药物灭螺为辅ꎻ 传播控制区实施钉螺控制ꎬ
即以环境改造和药物灭螺为主ꎬ 逐步消灭钉螺ꎻ
传播阻断区实施疾病监测ꎬ 发现疫情及时消灭ꎮ
５􀆰 ３　 血防组织机构管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全国的血防领导和专业

机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血防机构系统基础上进

一步改善和发展ꎮ 中央血防领导小组继续组织和

协调各部门、 各省的血防工作ꎬ 省市县三级血防

机构队伍进一步扩大ꎮ 到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ꎬ 全国

省、 市、 县三级共有超过 ２６０ 个专业的血防机

构ꎬ 乡和村两级共有超过 １ ６２０ 个专业机构、 １６
０００ 名专业人员ꎬ 且每个村平均有 １０ 位兼职人

员[６５]ꎮ 而到 １９８６ 年ꎬ 国家机构改革ꎬ 在党政分

离的趋势下ꎬ 血吸虫病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被取

消ꎬ 血防工作移交给卫生部下属新成立的疾病控

制局ꎬ 削弱了国家对血防工作的协调和管理力

度ꎮ １９８７ 年ꎬ 卫生部血吸虫病专家顾问委员会成

立ꎬ 为政府提供科学的防控依据和政策建议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卫生部专门成立“地方病防治司”ꎬ 组织

协调全国的血吸虫病控制ꎮ
由于血吸虫病具有明显地域性ꎬ 因此各流行

区密切合作是我国血防工作的重要内容ꎮ １９８５
年ꎬ 江苏、 安徽、 江西、 湖南、 湖北共同制定了

五省«江湖洲滩地区血防联防协议书»ꎬ 由联防领

导小组统一指挥协调ꎬ 把控制急性血吸虫病作为

主要工作内容ꎬ 同时对五省相邻地区实行同步查

灭螺、 同步查病、 同步化疗的措施ꎮ 区域性联防

工作加强了各部各省的联动和协调ꎬ 加强了工作

交流ꎬ 促进了整体的血防工作进展ꎮ
５􀆰 ４　 疾病治疗、 诊断和控制方法

１９７７ 年ꎬ 中国首次合成了治疗药物吡喹

酮[６６]ꎮ １９８１ 年ꎬ 时任美国洛氏基金会卫生研究

部主任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 Ｗａｒｒｅｎ 教授和我国流行病学

先驱苏德隆教授在安徽省贵池市三联村和桂畈村

首次使用吡喹酮用于大范围的人群治疗ꎮ 自此ꎬ
吡喹酮因其安全、 高效、 价廉的特点ꎬ 很快在全

国得到广泛的应用ꎬ 有效地提高了防治效果ꎮ 此

外ꎬ 根据 ＷＨＯ 血吸虫病诊断常规标准方法的建

议ꎬ Ｋａｔｏ￣Ｋａｔｚ 粪检法因其结果可定量、 低价、 易

操作等特点在这一时期引入中国[６７￣６８]ꎮ 同时ꎬ
１９８０ 年代起ꎬ 基于抗原的免疫检测开始应用于我

国血吸虫病的诊断ꎮ 除了以上的血吸虫病诊断和

治疗方法的运用外ꎬ 诸如化学驱虫剂、 氯硝柳胺

浸渍衣物、 安全饮用水、 卫生厕所等也是重要的

补充控制措施ꎮ
５􀆰 ５　 控制策略的效果

在大范围推广高效治疗药物和检测方法ꎬ 以

及采取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防控措施的共同作用

下ꎬ 这一时期的血防控制效果显著ꎮ 到 １９８４ 年ꎬ
全国共 １ １００ 万人接受了药物治疗[６９]ꎬ 累计消灭

钉螺面积 １１０ 多亿 ｍ２ꎬ ３７０ 个流行县中 ７６ 个县达

到消灭标准(等同于后来的传播阻断标准)ꎬ １９３
个县达到基本消灭标准(等同于后来的传播控制

标准) [７０]ꎮ 而到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 血吸虫

病疫情呈徘徊态势ꎬ 局部地区出现回升ꎮ 全国钉

螺面积自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７􀆰 ５ 亿 ｍ２ꎬ 增长到 １９８８ 年

的 ３４􀆰 ７ 亿ｍ２ [７１]ꎮ 到 １９８９ 年ꎬ 全国血吸虫病估计

人数达 １５２ 万[７２]ꎬ 血吸虫病感染率达 １０􀆰 ２１％ꎬ
有 ８ 个省仍存在血吸虫病的流行ꎮ 血吸虫病依旧

是一个影响人民生活的严峻问题[７３]ꎮ

６　 世界银行血吸虫病贷款项目及大规模化疗控

制血吸虫病

６􀆰 １　 世界银行血吸虫病贷款项目的启动和计划

１９９０ 年 ３ 月ꎬ 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的决定»文件[７４]ꎬ 血吸虫病的防治再

次得到中央重视ꎮ 而自 １９９０ 年代初ꎬ 中国经济陷

入困局[７５￣７６]ꎮ 为寻求血防财政困境的突破口ꎬ
１９９２ 年ꎬ 在 ＷＨＯ、 世界银行的支持下ꎬ 中国开

始实施“传染病与地方病控制项目”的世界银行贷

款项目[７７￣７８]ꎬ 世行提供了 ７ １００ 万美元贷款用于

帮助和支持血防控制、 寄生虫诊断技术的应用和

化疗药物的推广等[７９]ꎮ 世行项目在湖北、 湖南、
安徽、 江西、 江苏、 浙江、 四川和云南八个省展

开ꎬ 共惠及约 ４ ０００ 万人ꎮ 项目持续到 ２００２ 年ꎬ
是中国第一个有关特定疾病的世界银行贷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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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ꎮ 项目的总目标是通过对人群选择性化疗ꎬ 降

低人群急性血吸虫病和晚期血吸虫病的发生率ꎬ
将血吸虫病疾病负担降低到一个可负担得起的水

平ꎮ 具体目标包括: 项目前后人群感染率下降

４０％ꎬ 相当于减少病人数 １５０ 万ꎻ 牲畜的感染率

下降 ４０％ꎬ 相当于阳性家畜下降 １􀆰 ２ 万头ꎻ 在高

度流行区使钉螺感染率和阳性螺密度下降 ５０％ ~
６０％ꎮ
６􀆰 ２　 世行项目期间的血防措施和相关科研教育

针对项目目标ꎬ 流行区实施疾病控制策略ꎬ
强调进一步扩大化疗覆盖面ꎬ 开展以化疗为主、
有重点的消灭钉螺为辅的防治措施ꎬ 并将健康教

育、 提高卫生意识作为疾病控制的一项重要手

段[８０￣８１]ꎮ 同时ꎬ 针对血防工作的技术培训和科研

教育也大范围展开ꎬ 大量科研人才出国深造ꎬ 技

术人员的水平得到显著提升ꎮ 世行项目期间ꎬ 多

达 ２４５ 个研究项目得到国家资金支持ꎮ 同时ꎬ 为了

满足国家血防工作的需求ꎬ 上海医科大学、 南京

医科大学、 湖北医学院分别开设了血防控制的高

级和专业课程ꎬ 为国家培养和输送血防专业人才ꎮ
６􀆰 ３　 世行项目期间的区域综合治理项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年ꎬ 国务院在湖南常德、 湖北孝

感、 江西南昌进行了区域血防综合防治试点ꎮ 湖

南常德以垸内消灭钉螺为主ꎬ 采取硬化沟渠、 改

造涵闸、 兴林抑螺、 开挖鱼塘等防治措施ꎻ 湖北

孝感的目标在于治理平原水系ꎬ 实施汉北河主题

灭螺工程ꎬ 翻耕种植ꎬ 改造孳生地ꎬ 疏通河道ꎬ
农业种植面积增加ꎻ 江西南昌的工作重点是易感

地带的改造ꎬ 在环境改造灭螺的同时ꎬ 通过季节

变换草场进行安全放牧ꎬ 改水改厕、 修建沼气池

等消灭传染源ꎮ 项目结果显示三个地区都实现了

项目的预期目标ꎮ
６􀆰 ４　 世行项目期间的血防组织机构管理

１９９４ 年ꎬ 卫生部地方病防治司改为全国地方

病防治办公室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卫生部重组了疾病控制

司ꎬ 指导血吸虫病防治工作ꎮ 这一时期ꎬ 市、
县、 乡的三级血防机构仍在运转ꎬ 但机构内部管

理人员增加ꎬ 一线工作的血防人员数量减少ꎮ
６􀆰 ５　 世行项目的结果

随着世行项目的推进ꎬ 项目制定的大部分目

标都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ꎮ 项目结束后人群血

吸虫病感染率较项目开始时下降了 ５３􀆰 ６４％ꎬ 家

畜感染率下降 ６２􀆰 ３％ꎬ 患病人数从项目前的 １６４
万下降到 ２００１ 年的 ８２ 万ꎬ 家畜患病数从 ２０ 万头

下降到 ６ 万头[８２]ꎮ 项目过程中ꎬ ６ ３００ 万人接收

了疾病筛查ꎬ １ ９００ 万人接收了药物化疗ꎬ 治疗耕

牛约 ２２０ 万头ꎮ ４７ 个县达到传播控制标准ꎬ ８２ 个

县达到传播阻断标准[７８]ꎮ 重度流行和中度流行的

行政村数量在项目后分别下降了 ３７􀆰 １％和 ２９％ꎬ
但低度流行的行政村数量上升了 １５％ꎮ
６􀆰 ６　 世行项目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血吸虫病世行贷款项目的成果是显著

的ꎮ 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自身财政有限与疾病状况

遭遇瓶颈的矛盾下借助国际机构资金来帮助控制

疾病和促进自身卫生机构管理发展的成功案例ꎮ
但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问题: (１)政府要求申请

项目贷款的省和县后期必须偿还贷款ꎬ 这导致贷

款无法流向最贫穷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地区ꎬ 以及

有部分地区因无法偿还贷款而在项目中途退出ꎻ
(２)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导向和财政分权越

来越大ꎬ 以及许多地区公共卫生资金减少ꎬ 项目

的执行变得复杂ꎬ 同时项目中需采购的设备仪器

由中国部门负责ꎬ 其设备质量未得到保障ꎻ (３)
项目后期处于中国政府机构改革ꎬ 人员下岗分

流ꎬ 使得血防的老技术人员流失ꎬ 血防机构运转

困难ꎬ 经费紧张致使药物发放不到位ꎬ 发病率反

弹ꎻ (４)虽然化疗为主导的血防措施大幅度地降

低了人和家畜的血吸虫病感染率ꎬ 但由于项目中

对控制钉螺的重视程度有限ꎬ 项目结束后ꎬ 有螺

面积比 １９９２ 年扩大了 １４􀆰 ８５％ꎬ 引起人群感染率

出现波动ꎬ 甚至反弹ꎻ (５)１９９８ 年长江流域暴发

特大洪水ꎬ 社会经济和环境遭受破坏ꎬ 卫生服务

需求激增的同时ꎬ 出现了许多新的钉螺孳生

地[８３]ꎬ 这无疑又影响了项目之前取得的成果ꎮ

７　 血吸虫病生态控制

７􀆰 １　 新时期的防治政策开启

２００２ 年后ꎬ 随着世界银行中国血吸虫病贷款

项目的终止ꎬ 血防经费的投入每年减少 １ 亿元以

上[７０]ꎬ 药物供给和血防人员也随之缩减ꎮ 且由于

前期血防控制措施主要集中在人群化疗上ꎬ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间ꎬ 有螺面积大幅度上升ꎮ 同时ꎬ
项目终止使得人群的化疗依从性降低ꎬ 到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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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全国血吸虫病人数达 ８４􀆰 ２５ 万[８４]ꎬ 之前的血

防工作在这一时期基本停滞[２６]ꎬ 许多地区疫情回

升[８５￣８８]ꎮ 面对这一情况ꎬ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下发了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通

知»、 转发了卫生部«全国预防控制血吸虫病中长

期规划纲要 (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 年)»ꎬ 提出了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 年的具体防治目标[８９￣９０]ꎬ 标志着中国开始落

实以传染源控制为主、 科学防治血吸虫病、 确保

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生态防治措施ꎮ 血吸虫

病重新纳入国家重大传染病的专项治理ꎮ
７􀆰 ２　 新时期的血防组织机构和政策规划

面对血吸虫病疫情回升ꎬ ２００４ 年国务院成立

了以国务院副总理为组长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

导小组ꎬ 加强了各部门的协作与资源整合ꎬ 将血

吸虫病的控制纳入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国务院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被撤销ꎬ 相应

工作纳入卫生部常规工作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全国达到了

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ꎬ 国务院建立防治重大疾

病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卫计委联合

多部门下发«“十三五”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规划»ꎬ
全国血防工作由传播控制阶段进入传播阻断及消

除阶段ꎮ
７􀆰 ３　 新时期的防治措施

新时期的血吸虫病防治策略以切断传播途径

为目标ꎬ 具体包括血吸虫病的源头管理、 病人化

疗、 钉螺控制、 健康教育、 卫生条件改善、 饮用

水的安全管理等ꎮ 同时ꎬ 各个地区根据科学防治

血吸虫病的指导方针ꎬ 采取了符合自身地区实际

情况的控制措施: 在以感染控制为目标的地区ꎬ
干预措施旨在控制传染源ꎬ 具体包括易感地带灭

螺、 人畜同步化疗、 改水改厕、 以机代牛、 封洲

禁牧、 家畜圈养等ꎬ 环境改造措施包括结合兴林

抑螺和农田改造等来改变钉螺孳生地ꎻ 对以传播

控制和传播阻断为目标的地区ꎬ 在以上措施之

外ꎬ 采取对传染源进行监测ꎬ 以及通过农田水利

和林业工程来消灭钉螺孳生地从而控制钉螺ꎬ 切

断血吸虫病传播中间环节ꎬ 控制传播途径ꎮ
７􀆰 ４　 新时期取得的成果

２０１７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显示ꎬ 全国 １２
个流行省(直辖市、 自治区)中ꎬ 浙江、 上海、 广

东、 广西、 福建均达到传播消除标准ꎬ 四川省达

到传播阻断标准ꎬ 湖北、 湖南、 江西、 安徽、 江

苏、 云南达到传播控制标准[９１]ꎮ 全国推算血吸虫

病人数下降至 ３７ ６０１ 例ꎬ ４５７ 个国家级血吸虫病

监测点居民和耕牛的平均感染率为 ０􀆰 ００１６％和 ０ꎮ
４５０ 个流行县中 ２１５ 个达到传播消除标准ꎬ １５３ 个

达到传播阻断标准ꎬ ８２ 个达到传播控制标准ꎮ 全

国有螺面积 １７􀆰 ２５ 万公顷ꎬ 新发现钉螺面积

２０８􀆰 ４３ 公顷ꎮ 这既得益于以新时期防治措施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ꎬ 也与疾病的监测水平、 诊断技

术、 治疗技术、 项目管理水平、 经济水平、 生产

生活方式等发展进步分不开ꎮ
７􀆰 ５　 新时期的挑战

新时期的血吸虫病防治策略效果显著ꎬ 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 (１)由于疫情形势趋于向好ꎬ 中

央和地方相应的血防经费逐渐减少ꎬ 同时相关技

术人员也逐渐移出血防队伍ꎮ 如何将现有有限的

经费充分高效的利用ꎬ 如何调整血防人员的工

作ꎬ 适应防病的需要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ꎮ
(２)前期的牛羊淘汰、 以机代牛等措施大幅度地

降低了疾病的传播ꎬ 但此类措施后续的监管和推

进需要长期的维护ꎬ 各地应因地制宜ꎬ 找到合适

的途径ꎬ 巩固此前的防控成果ꎮ (３)水利工程对

血吸虫病疫情的影响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ꎮ 诸

如三峡工程在内的水利设施对血吸虫病传播的影

响目前仍未有定论ꎮ 有报道发现ꎬ 水利工程建成

后ꎬ 部分地区血吸虫病消亡ꎮ 也有报道提出相反

的结论ꎬ 他们发现之前未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

在水利设施完成后出现了血吸虫病的流行ꎮ 针对

这一问题ꎬ 各地需要加强监测和防控ꎬ 时刻掌握

疫情的动态ꎮ (４)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人口的大

规模迁移ꎮ 这对血吸虫病的防控是个不可忽视的

问题ꎮ 从非感染地区迁入感染地区的居民因前期

缺少相关疾病认知ꎬ 容易造成血吸虫病感染ꎻ 同

样ꎬ 人口从感染地区迁出至非感染地区ꎬ 也会给

非感染地区带来新的疾病疫情和隐患ꎬ 各地区各

部门的有效合作十分必要ꎮ 同时高效及时的监测

响应系统需要加快落实ꎮ (５)现有流行区主要是

湖沼型流行区和部分山区ꎬ 这些地区生态环境复

杂ꎬ 社会和经济环境也存在差别ꎬ 因而影响当地

血吸虫病防控的因素众多ꎮ 如何找到最合适最有

效的控制措施ꎬ 仍需各个地方结合自身情况不断

尝试探索ꎮ

􀅰３１７􀅰上海预防医学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３１ 卷第 ９ 期



８　 中国血吸虫病控制的展望

回顾 １９４９ 年起至今中国的血吸虫病防治策

略演变历史ꎬ 政府意愿、 多方协作、 财政支持、
技术支持、 社会发展ꎬ 以及针对不同生态流行病

学背景采取的不断调整的综合措施ꎬ 共同促进了

中国血吸虫病疾病负担的下降ꎮ 这是政治、 社

会、 经济、 科技、 医学等多方面协作的结果ꎮ 面

对当前中国血吸虫病疫情ꎬ 各流行区应该因地制

宜ꎬ 统筹兼顾ꎬ 多方合作ꎬ 根据新环境新情况不

断调整和发展疾病的控制策略ꎮ 中国已经大幅度

控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ꎬ 要保持血防的效果ꎬ 使

血吸虫病不再成为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的公共卫

生问题ꎬ 仍需持续关注ꎮ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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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周晓农ꎬ 贾铁武ꎬ 郭家钢ꎬ 等.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的项

目管理模式及其演变 [ 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２(１): １￣４.

[６１]ＣＨＥＮ Ｘ Ｙ.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 . 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

[６２]ＹＵＡＮ Ｈ ＣꎬＹ Ｑ 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Ｑ Ｗ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 ｂ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ａｋｅ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１９９０ꎬ ２: １４￣２１.

[６３]郑江ꎬ 辜学广ꎬ 许发森ꎬ 等. 高原山区血吸虫病防治对

策研究[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１９９６ꎬ ８(２): ６５￣
７１.

[６４]ＭＡＯ Ｓ 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Ｍｅｍ Ｉｎｓｔ Ｏｓｗａｌｄｏ
Ｃｒｕｚꎬ １９８７ꎬ ８２(Ｓｕｐｐｌ ４): ７７￣８２.

[６５]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 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

经验(第三卷) [Ｍ]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２８４.

[６６]ＦＵ ＳꎬＸＩＡＯ Ｓ Ｈꎬ ＣＡＴＯＯ Ｂ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ａｚｉｑｕａｎ￣
ｔ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 Ｔｏｄａｙꎬ １９８８ꎬ ４ ( １１): ３１２￣
３１５.

[６７]ＫＡＴＺ ＮꎬＣＨＡＶＥＳ Ａꎬ 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Ｊ.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ｏｏｌ ｔｈｉｃｋ￣ｓｍｅａｒ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Ｍａｎｓｏｎｉ [ Ｊ] . Ｒｅｖ Ｉｎｓｔ Ｍｅｄ Ｔｒｏｐ Ｓａｏ Ｐａｕｌｏꎬ １９７２ꎬ １４
(６): ３９７￣４００.

[６８]ＷＨ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Ｊ] .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 Ｔｅｃｈ Ｒｅｐ Ｓｅｒꎬ
１９８５ꎬ ７２８: １￣１１３.

[６９]江苏医学杂志社. 中国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进展(１９８０－
１９８５)[Ｍ] . 南京: 江苏医学杂志社ꎬ １９８６.

[７０]郑江.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面临的挑战及发展方向

[Ｊ] .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４): １９３￣１９７.
[７１]袁鸿昌.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成就与经验[ Ｊ] . 中华流行

病学杂志ꎬ １９９９ꎬ ２０(１): ３￣６.
[７２]ＺＨＥＮ Ｊ. Ａ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ｄ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Ｊ] .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 (Ｅｎｇｌ)ꎬ １９９３ꎬ
１０６(８): ５６９￣５７５.

[７３]ＺＨＡＮＧ Ｗꎬ ＷＯＮＧ Ｃ Ｍ.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Ａｃｔａ Ｔｒｏｐꎬ ２００３ꎬ ８５(３): ３０３￣３１３.

[７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

工作的决定 [ ＥＢ / ＯＬ] . ( １９９０￣０３￣２３) . [ ２０１８￣１２￣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ｌａｗ / ｆｌｆｇ / ｔｘｔ / ２００６￣０８ / ０８ /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７０５９４５８􀆰 ｈｔｍ.

􀅰５１７􀅰上海预防医学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第 ３１ 卷第 ９ 期



[７５]潘广辉. 外部因素和民族问题的激化与苏联解体新

考———欧美学界的研究[ Ｊ] . 国际论坛ꎬ ２００６ꎬ ８(４):
６９￣７４.

[７６]康晏如. 原苏联部分加盟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变迁史

[Ｄ]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ꎬ ２０１３.
[７７]ＹＵＡＮ Ｈ Ｃꎬ ＧＵＯ Ｊ Ｇꎬ ＢＥＲＧＱＵＩＳＴ Ｒ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 .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 Ｉｎｔꎬ ２０００ꎬ
４９(３): １９５￣２０７.

[７８]ＣＨＥＮ Ｘ Ｙꎬ ＷＡＮＧ Ｌ Ｙꎬ ＣＡＩ Ｊ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 Ｊ ] . Ｂｕ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ꎬ
２００５ꎬ ８３(１): ４３￣４８.

[７９]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Ｚ]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ｏａｎ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ＰＲ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０２.

[８０]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Ｔ Ｍ Ｏ Ｈ.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Ｍ ]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 １０３￣１９７.

[８１]Ｆ Ｇ 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８９ [ Ｍ ] .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
１１４.

[８２]ＢＡＮＫ Ｔ Ｗ.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８￣１２￣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Ｐ００３６２４ /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ｅｎｄｅｍ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 ＝
ｅｎ.

[８３]ＷＵ Ｘ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Ｓ Ｑꎬ ＸＵ Ｘ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ｌｏｏ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 Ｉｎｔꎬ

２００８ꎬ ５７(３): ２７１￣２７６.
[８４]郝阳ꎬ 吴晓华ꎬ 夏刚ꎬ 等. ２００４ 年全国血吸虫病疫情

通报[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７(６): ４０１￣
４０４.

[８５]ＺＨＡＮＧ Ｚ Ｊꎬ ＺＨＵ Ｒꎬ ＷＡＲＤ Ｍ Ｐ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Ｌｏａ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ｒｉｓｋ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ＰＬｏＳ Ｎｅｇｌ Ｔｒｏｐ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６(４): ｅ１６２０.

[８６]ＳＥＴＯ Ｅ Ｙ Ｗꎬ ＲＥＭＡＩＳ Ｊ Ｖꎬ ＣＡＲＬＴＯＮ Ｅ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Ｊ] . ＰＬｏＳ
Ｎｅｇｌ Ｔｒｏｐ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５(１０): ｅ１３７２.

[８７]ＬＩＵ Ｒꎬ ＤＯＮＧ Ｈ Ｆꎬ ＪＩＡＮＧ Ｍ 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１２(４): １４８３￣
１４９１.

[８８]ＺＨＯＵ Ｘ Ｎꎬ ＷＡＮＧ Ｌ Ｙꎬ ＣＨＥＮ Ｍ Ｇ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ｉａ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００ [ Ｊ] . Ａｃｔａ Ｔｒｏｐꎬ
２００５ꎬ ９６(２￣３): ２５５￣２６５.

[８９]周晓农ꎬ 姜庆五ꎬ 汪天平ꎬ 等. 我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

现状与发展战略思考 [ 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７(１): １￣３.

[９０]郭家钢ꎬ 余晴. 近年来我国血吸虫病的流行态势及趋势

[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２００５ꎬ １７(５): ３２１￣３２３.
[９１]张利娟ꎬ 徐志敏ꎬ 戴思敏ꎬ 等. ２０１７ 年全国血吸虫病

疫情通报[Ｊ] .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０(５):
４８１￣４８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
(责编: 洪琪ꎻ 校对: 符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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